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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 

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王  建 
 

 

摘要：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改善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并未深入挖

掘何种人力资本在提升农民工就业层次方面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对此，本文基于城市农民工调

查数据，在 Logit 模型基础上采用系数集束化的统计方法，比较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两种人力资

本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相对效果。研究发现：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正规就业更为直接和有效

的人力资本要素，其作用远远高于正规教育，但技能培训相对于正规教育的作用优势存在着明显的

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特征。在代际差异上，对于两代农民工而言，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

但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职业分化上，技能培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高于正规

教育，并且前者相对后者的优势会随着农民工“去体力化”的职业分化过程表现得愈发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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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乡村涌向城市。然而，跨越城乡

地域藩篱的农村劳动者在进入城市之后，绝大部分只能停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底层从事体力或半体力

的工作。从求职效果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工作环境、权益保障以及就业

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边缘处境，与人力资本存量低而导致的非

正式就业有关。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农民工总数将近2.8亿，其中与雇主或用人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仅为农民工总量的36.2%①。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过

程中并未与用人单位达成正式的雇佣关系。有研究指出，城市农民工更多地是在缺少各种福利保障、

                                                  
本文研究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户籍限制放开背景下促进农民工中小城市社会融合的社

会管理和服务研究”（编号：13JZD018）和浙江省统计重点研究课题的共同资助。本文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

修改建议，但文责自负。 

①数据来源：《201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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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政府管控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即便停留在正规部门，也只能短期或临时就业（李强、唐壮，2002）。

通常情况下，高质量的正规就业往往与优质的薪酬待遇和完善的福利保障高度关联。从这种意义来

看，能够正规就业是农民工获得优质职业资源的关键环节，也是其自身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途径。 

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非正式就业与城市单位职工的正式就业形成了鲜明对

比。经典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可划分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两个部分。初级市场

中的工作具有工资水平高、工作环境优越、晋升前景好、劳动者就业相对稳定等特征；与之相反，

次级市场中的工作具有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艰苦、晋升前景差、劳动者就业不稳定等特征（Piore，

2001）。以城市单位职工为主体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更多地是一种初级市场。在就业过程中，这一市

场类型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形成正规劳动契约关系，并享有相对完善的福利

待遇和劳动保障。而以农民工为主体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更多地是一个在总体上与初级市场相对隔

离的次级市场。在这一市场类型中，因“专制型”和“霸权型”①劳动管理体制的普遍存在，农民工

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就业分流中更多地流向后者（万向东，2008）。由于农民工非正式就业往往没有

与用人单位达成正式的雇佣关系，缺乏政府监督与管控，因此，其在就业性质和效果上处于劳动体

系的底端。 

之所以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只能从事低层次工作，主要是因为其自身的人力资本

存量较低（赵延东、王奋宇，2002；姚先国、俞玲，2006；谢勇，2009）。尽管许多研究已经发现，

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农民工增强自身劳动素质、提升就业层次的关键要素（高文书，2009；黎煦、

高文书，2010；胡凤霞、姚先国，2011；符平等，2012；刘万霞，2012；田北海等，2013；王超恩、

符平，2013；展进涛、黄宏伟，2016），但少有研究关注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

响的相对效果。面对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困境，探索何种人力资本在农民工正规就业方面发

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于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层次和社会经济地位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本文

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就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而言，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过程与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

                                                  
①
布洛维（Burawoy，1985）在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理论中指出，工厂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生产体系，劳

动者的权利由资方赋予并履行相应的义务，资方通过各项规章制度、赏罚措施实施管理。国家干预、市场竞争、劳动

力再生产和劳动过程以及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影响劳资关系的博弈状态，从而推动工厂政体的变化。为了论证工

厂政体的变化过程，布洛维把工厂政体划分为“专制”（despotism）和“霸权”（hegemony）两种基本类型。前者

指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工厂的干预是间接而无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工厂对工人的控制更多

地采取强迫的方式。后者指进入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干预劳动过程，造成工人对工厂依赖性的下

降，从而促使工厂控制手段由强迫逐渐向意识形态转变。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两种劳动管理体制普遍共

存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之中。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 3 -

决于劳动者自身人力资本的多寡。人力资本之所以能够在促进就业结果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明显改善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从而在经济收益上创造出更高的边际

回报（Becker，1964；Mincer，1974）。对此，Becker（1964）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三种表现形式：一

是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时间长度，受教育时间越长，则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二是工

作经验，劳动者在某固定岗位上工作时间越长，就越能够获得与该工作相关的劳动技能和知识；三

是职业技能培训，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大型企业对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能够较大提升劳动者的专

业技能水平。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这三种不同的人力资本形式，都是个体增强自身生产能力、

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农民工群体中，这三种人力资本形式并非都能表现出一致的作用效果。通常情况下，

劳动者只有稳定地从事某种特定工作，才能从该工作中获得更为丰富的专项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劳动者一旦离开原有工作，就意味着破坏和中断了对该专项人力资本的积累

（Parsons，1972）。由于农民工是一个流动频繁和就业灵活的群体，因此，通过长期从事固定工作

来积累工作经验并不是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的基本途径。换言之，相对于通过长期停留在某一岗位

来积累的工作经验而言，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农民工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更为有效的途径（王

德文等，2008）。那么，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作为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本，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过

程的？ 

首先，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型人力资本，能够在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第一，在农村劳动力非农

转移过程中，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能够凭借着人力资本优势，率先实现非农就业（刘精明，2001；

赵力涛，2006）。第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进入高收入行业（陈玉宇、邢春冰，2004），

进而获得更高的工资收益（刘林平、张春泥，2007；刘士杰，2011）。第三，在双重分割的劳动力

市场中，教育对农民工的职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既有研究发现，正规教育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姚先国、俞玲，2006；符平等，2012）。在这一方面，

职业教育更有利于农民工获得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刘万霞，2012），并且这种优势会随着农民

工工作的转换逐步凸显出来（魏万青，2015）。第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

正式合同的可能性更大，自身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谢勇，2009）。 

其次，技能培训能够补偿农民工就业过程中的教育劣势。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过程中所面临

的最大困境是文化素质总体偏低。面对着优质职业高学历门槛的约束条件，低文化水平无疑限制了

农民工向高端职业的流动。在这种情况下，技能培训能够弥补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劣势地位（展

进涛、黄宏伟，2016）。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拉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增加农

民工收入、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等方面，技能培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正规教育。例如，谢正勤、

钟甫宁（2006）发现，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均能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概率，但技能培训拉动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作用更大；赵海（2013）利用2010年12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在控制了样本选

择性偏差之后发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仅为2.3%，远远低于职业技能培训的回报率（21%）。第

二，技能培训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向上流动，从而降低换工频率、增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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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王超恩、符平，2013；田北海等；2013）。刘万霞（2012）研究发现，政府和企业组织

的培训提高了农民工的普通技能和择业能力，并能够通过激励或约束机制增强农民工的归属感和工

作效率。这种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无疑对改善农民工就业的边缘处境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逻辑来看，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都能够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但二者之间

的作用效果是有差异的。一方面，在提升人力资本的内容上，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的侧重点是不同

的。前者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而后者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技能。相比

较而言，技能培训在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方面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直接性。另一方面，在发挥人力资

本的功效上，技能培训对高层次的正规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也就是说，在正规教育不足

的情况下，农民工通过投资技能培训也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展进涛、黄宏伟，2016）。基于

此，本文认为，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要素，其促进农民工正

规就业的作用要明显强于正规教育。 

此外，农民工是一个不断更替、异质性很高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环境、

文化素质、职业诉求以及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差别，会使其在就业决策和职业选择上形成巨大差异（许

传新，2010；刘林平、王茁，2013；王超恩、符平，2013）。比如在职业分化上，第一代农民工主

要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别已经涵盖了普通工人、

服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管理精英以及私营企业主等多个层次，其中部分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具有

“去体力化”的特征（符平等，2012）。这意味着，随着代际更替和职业构成的变化，农民工在就

业目标和职业选择上的偏好，可能会导致不同人力资本要素对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因此，

本文将以农民工就业的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为切入点，进一步考察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正

规就业影响的群体差异性。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户籍限制放开背景下促进农民工中小城市社会融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

研究”项目的调查。调查对象为跨区域流动、学历为大专及以下、受雇于企业或他人的农民工群体。

调查实施时间为2014年7～8月，调查地点涵盖了7个省份13个城市。这13个城市分别由6个地级城市

（泰安市、咸阳市、常州市、金华市、岳阳市、遵义市）、6个县级城市（肥城市、兴平市、常州市

武进区①、义乌市、汨罗市、凯里市）和1个省会城市（广州市）构成。其中，广州是作为中小城市

的参照对象，以此来进一步了解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农民工就业的差异状况。本次调查采用被访者的

同伴推动抽样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共获得2017个样本。其中，地级城市样本930个，县

级城市样本804个，省会城市样本283个。在剔除缺失值样本之后，本文获得1961个有效分析样本，

                                                  
①此次调查在常州市天宁、新北、钟楼和武进 4 个行政区内展开，但是，由于武进辖区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在实际

调查中项目组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县级市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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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样本总量的97.2%。各城市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城市与样本分布 

地级城市（含广州） 县级城市 
省份 

城市 样本量 百分比（%） 城市 样本量 百分比（%）

山东省 泰安市 112 5.55 肥城市 176 8.73 

陕西省 咸阳市 190 9.42 兴平市 97 4.81 

江苏省 常州市 166 8.23 武进区 122 6.05 

浙江省 金华市 132 6.54 义乌市 160 7.93 

湖南省 岳阳市 166 8.23 汨罗市 124 6.15 

贵州省 遵义市 164 8.13 凯里市 125 6.20 

广东省 广州市 283 14.03 — — — 

总计 — 1213 60.13 — 804 39.87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民工是否正规就业”二分类变量。通常情况下，有两种方式来

定义正规就业。一种是依据劳动力所属的经济部门或企业的规模，另一种是依据劳动者的契约地位

或社会保障地位（胡凤霞、姚先国，2011）。前者主要是从就业部门的正规程度来考量，正规的经济

部门往往会受到政府管制体系的监控，能够为劳动者提供相对正规的就业机会。后者主要是从雇佣

关系和就业效果来考量，能够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的劳动者通常被

看作正规就业①。在本质上，雇佣关系、就业部门和就业效果作为与劳动过程密切相关的三个基本维

度，能够较为全面地刻画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特征（万向东，2008），并且能够综合地反映出正规就

业的内涵。因此，本文从合同签订（雇佣关系）、就业部门性质（政府管制）以及福利保障（就业效

果）三个方面来判断农民工是否正规就业。具体而言，如果农民工同时满足在正规部门就业、与企

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企业为其提供基本福利保障三个条件，则属于正规就业，否则为非正规就业。 

2.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正规教育（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两个变量。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本文把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一个具有三个等级的类别变量，即初中及以下、高中（含职高、中

专、技校等）和大专（电大、函授、自考等）。 

技能培训变量包括“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和“是否接受过正规培训”两个指标。如果被访

                                                  
①有部分文献认为，签订劳动合同就意味着农民工实现了正规就业，其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险等基本权益也

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但本文认为，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农民工正规就业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尽管一些

企业与农民工签订了就业合同，但并未向他们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合同签订率为

44.37%，但实际上仅有 16.41%的农民工获得了企业提供的福利保障。在这种意义上，劳动合同的签订并不是西方意

义上劳资双方博弈的谈判工具，而仅仅是企业确保劳资关系合法化的象征（刘林平、陈小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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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获得过政府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则取值为1，否则为0。另外，此次调查还

向被访者询问了自工作以来三次最为重要的培训经历。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培训与正规就业之

间的内生性问题而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选择培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历按照培训性质（有无正规培

训经历）和时间（以培训持续时间两周为标准）将总样本划分为未受培训、短期培训和长期培训三

个类别。 

此外，本文将从农民工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两个角度，进一步考察不同人力资本要素对农民工

正规就业影响的群体差异性，在实际操作中按照如下方法进行：①在代际差异方面，本文根据相关

文献中的划分标准（参见刘林平、王茁，2013），将1980年以前和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分别定义为第

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②在职业分化方面，鉴于农民工职业分化的“去体力化”趋势（符平

等，2012），本文根据农民工的工作内容与岗位性质将职业属性划分为体力和非体力两个类别。其

中，体力工人主要包括流水线上生产工人、农林牧渔业工人、劳动强度较大的服务人员与后勤人员

（如清洁工人）；非体力工人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如质检员、司机等）和管理人员（如领班、

文员等）。 

3.控制变量。除了上述变量以外，本文还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当前工

作的入职时间、工作更换次数、行业类别以及城市级别等控制变量。 

4.样本情况。表2给出了样本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情况、是否正规就业、职业类别等

信息。在就业质量方面，虽然91%的农民工都在正规部门就业，但合同签订率却只有45%。另外，

仅仅有17%的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获得了基本的福利保障。总体来看，只有16%的农民工实现了正

规就业，绝大部分仍然非正规就业。在技能培训方面，只有21%的农民工获得了某项资格证书；68%

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而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中也只有10%获得了长期培

训。在教育方面，农民工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最多，

占样本总量的72%；具有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等）学历的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25%；取得大

专学历或获得相应文凭的农民工最少，仅占样本总量的3%。在职业分布方面，只有35%的农民工从

事非体力工作，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N=1961）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正规就业 正规就业=1；未正规就业=0 0.16 0.37 0 1 

正规部门 正规部门=1；非正规部门=0 0.91 0.29 0 1 

合同签订 签订=1；未签订=0 0.45 0.50 0 1 

福利保障 有“三（五）险一金”划分=1；无=0 0.17 0.38 0 1 

技能培训      

职业资格证书 有=1；无=0 0.21 0.41 0 1 

培训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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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培训 未受培训=1；其他=0 0.68 — 0 1 

短期培训 短期培训=1；其他=0 0.22 — 0 1 

长期培训 长期培训=1；其他=0 0.10 — 0 1 

正规教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1；其他=0 0.72 — 0 1 

高中 高中=1；其他=0 0.25 — 0 1 

大专 大专=1；其他=0 0.03 — 0 1 

性别 男=1；女=0 0.53 0.50 0 1 

年龄（岁） — 36.20 12.26 16 72 

年龄 2/100 — 14.61 9.41 12.25   51.84

婚姻状况 在婚=1；不在婚=0 0.72 0.45 0 1 

健康状况 — 3.96 0.83 1 5 

职业类别 非体力=1；体力=0 0.35 0.48 0 1 

入职时间（年） 当前工作从入职到调查的时间 3.46 4.56  0.5  43 

工作更换次数（次） 自第一次外出打工开始算起 3.33 5.25 0  50 

行业类别      

工业 工业=1；其他=0 0.41 — 0 1 

 建筑业 建筑业=1；其他=0 0.15 — 0 1 

 商品流通业 商品流通业=1；其他=0 0.09 — 0 1 

住宿餐饮业 住宿餐饮业=1；其他=0 0.12 — 0 1 

公共服务业 公共服务业=1；其他=0 0.23 — 0 1 

城市级别（中小城市=1） 中小城市=1；中小城市=0 0.14 — 0 1 

 

（三）研究策略与方法 

为了比较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相对效果，以及进一步探索二者对农民

工正规就业影响的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状况，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完成：①使用 Logit 模型估

计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正规就业的影响；②基于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使用集束系数（sheaf 

coefficients）技术比较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对因变量影响的相对强度；③以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为

切入点，对因变量进行分样本回归；④在分样本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再次进行系数集束化，详细考察

两种人力资本相对作用的群体差异。其中，本文对 Logit 模型进行如下设定： 

  0log log
1 i i j j k k

p
it p X X X

p
    

 
       

       （1） 

（1）式中， p 代表农民工是否正规就业的概率， 0 代表模型的截距项， 代表模型的随机误

差项； iX 代表教育程度的不同类别， jX 代表一系列与技能培训有关的自变量， kX 表示模型中其

他控制变量； i 和 j 分别为教育程度与技能培训的估计系数， k 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为了比

较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两种人力资本效应的相对差异，在模型拟合过程中引入系数集束化过程。 

首先，假定同时存在一个表示正规教育的潜变量 a 和表示技能培训的潜变量 b ，它们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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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变量 iX 和
jX 相关的结果变量，即： 

1a i ic X                                 （2） 

2b j jc X                                （3） 

其次，将（2）式和（3）式代入（1）式中，可得： 

  0 1 2log log
1 a b k k

p
it p X

p
     

 
       

         （4） 

（4）式是对（1）式的一种替代性表述，二者具有等价性质。对（4）式的估计是在拟合完（1）

式之后采用迭代方法来实现的。在迭代估计的过程中，由于同时选择两套参数 i 和 j ，可以使得 a
和 b 的标准差都为 1，从而使得（4）式中 a 和 b 的集束化系数 1 和 2 之间具有可比性（具体参

见刘精明，2014）。 

四、模型与结果 

（一）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正规就业的影响 

表3为农民工是否正规就业的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从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技能培训和正规

教育都能够对农民工正规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而言：  

第一，在未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不同形式的技能培训都能够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在模型1

中，职业资格证书、短期培训和长期培训3个变量对正规就业的影响均正向显著。这说明，某项职业

资格证书的获得或接受一定时期的培训均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正规就业的几率。进一步而言，拥有某

项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获得正规就业的机会是无任何职业资格证书农民工的1.4倍①；而接受过短

期培训和长期培训的农民工获得正规就业的机会分别是未受过培训农民工的3倍和2.6倍。 

第二，在控制教育程度变量之后，职业资格证书对正规就业的影响不再显著。在模型 2 中，职

业资格证书对正规就业的影响虽为正向，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控制了教育变量的影

响之后，职业资格证书对正规就业的促进作用趋于消失。主要原因可能是，这种由权威机构认定的

职业资格所发挥的作用，更多地是依附于正规教育来实现的。特别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职业资

格证书对劳动者获得优质工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释放出的效能所抵消。

与之相反的是，在纳入教育程度变量后，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对农民工正规就业依然具有正向影响，

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对于职业资格证书，短期或长期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正规就业

的影响更具稳定性，并且相对于教育的作用也更具独立性。 

 

 

                                                  
①其换算过程为：

0.305 1.4e   ，其中，0.353 为职业资格证书变量的回归系数。更一般地，在 Logit 模型中，对于

类别变量而言，其回归系数的指数（即
be ，其中，b 为回归系数）可以揭示关注组发生比率与参照组发生比率之间

的倍数关系（谢宇，2013）。下文如有类似情况，解释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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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民工正规就业的Logit嵌套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职业资格证书（有=1） 0.353** 0.145 0.233 0.152 0.352** 0.172 

培训性质（参照组：未受培训）       

短期培训 1.083*** 0.142 1.044*** 0.143 0.978*** 0.156 

长期培训 0.939*** 0.192 0.926*** 0.192 0.861*** 0.210 

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 — 0.310** 0.144 0.444*** 0.167 

大专 — — 0.638* 0.329 0.730** 0.362 

性别（男=1） — — — — - 0.064 0.152 

年龄 — — — — 0.162*** 0.052 

年龄2/100 — — — — - 0.238*** 0.069 

婚姻状况（在婚=1） — — — — 0.238 0.226 

健康状况 — — — — - 0.034 0.083 

职业类别（非体力=1） — — — — - 0.097 0.155 

入职时间 — — — — 0.069*** 0.015 

工作更换次数 — — — — - 0.067***. 0.025 

行业类别（参照组：公共服务业） — — — —   

工业 — — — — 0.568*** 0.175 

  建筑业 — — — — - 1.805*** 0.420 

  商品流通业 — — — — - 0.969*** 0.345 

  住宿餐饮业 — — — — - 0.997*** 0.325 

城市级别（中小城市=1） — — — — - 0.367** 0.180 

常数项 -2.177*** 0.093 -2.247*** 0.098 - 4.526***. 0.966 

pseudo R2 0.048 0.052 0.177 

BIC 1662.60 1670.92 1555.84 

N 1961 1961 1961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三，教育程度对农民工正规就业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模型 2 中，高中和大专学历对农

民工获取正规就业机会的影响分别在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这也意味着，拥有高中或大专学历

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具有绝对优势，他们获得正规就业的机会要远远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

农民工。 

第四，模型3在纳入了其他所有控制变量之后，两种人力资本的作用与模型2相比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在模型2中职业资格证书变量对正规就业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模型3中又重新正向显著。这

进一步说明，经官方或权威机构认定的职业资格证书对农民工正规就业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其效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 10 - 

用会受到农民工自身条件、企业环境、行业规范等因素的约束。另一方面，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

培训性质和教育程度对正规就业的影响依然正向显著。这意味着，一定时期的培训和教育程度对农

民工正规就业的影响更具稳定性，二者的作用并不会因控制了其他因素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二）两种人力资本对正规就业影响的相对强度 

为了回答“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这一问题，本文在Logit模型的基础上采用

系数集束化的估计方法，比较了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两种人力资本的相对作用。结果详见表4。 

根据表4中的估计结果，技能培训对正规就业的影响要明显高于正规教育。具体而言，正规教育

的集束化系数为0.218，技能培训的集束化系数为0.493。后者的作用强度是前者的2.3倍，并且这种

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充分说明，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

要素，它在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本文的理论假设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证

支持。 

 

表 4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效应的比较（Logit 模型系数的集束化处理） 

变量 集束化系数 差异性检验 

职业资格证书（参照组：无） 

短期培训（参照组：未受培训） 

长期培训（参照组：未受培训） 

技能培训： 

0.493*** 

（0.068） 

高中（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大专（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正规教育： 

0.218*** 

（0.073） 

χ2=6.53 

p=0.01 

注：①***、**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数字为集束化系数的标准误。 

 

（三）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群体差异特征 

为了继续探索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群体差异性，本文根据前文的操作化方案

将农民工总样本划分为两组不同的子样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详见表 5。从分样

本的回归结果来看，不同人力资本要素对农民工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性差异。具体而言： 

首先，相对于职业资格证书，不同时间长度的培训对正规就业的影响更具稳定和积极的作用。

在各分样本回归模型中，培训性质变量对正规就业的影响均正向显著。这说明，无论是长期培训还

是短期培训，对不同农民工群体正规就业都有积极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不同农民工群体之间具

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与这种情况截然相反的是，在各分样本回归中职业资格证书对因变量的影响虽

为正向，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职业资格证书对正规就业作用的非稳定性在农民工群体

分化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也表明，由于受到教育的稀释和其他条件的约束，职业资格证书

的获得并不必然地能够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农民工获取优质职业资源而言，

某项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更多地是一种形式化的“技术认定”过程，而非实质上提升人力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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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培训”过程。 

其次，教育程度对农民工正规就业的影响在代际和不同职业上存在巨大差异。在代际差异模型

中，高中和大专两个层次的学历教育对第一代农民工正规就业均无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正

规就业的影响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这说明，教育对正规就业的促进作用在代际上具

有明显的选择性，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新生代（而非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之中。在职业分化模型中，

高中学历仅仅对从事体力职业的农民工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大专学历仅仅对从事非体

力职业的农民工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意味着，从事体力职业的农民工若想获得正规就

业的机会，具有高中学历即可；但是，从事非体力职业的农民工要想获得正规就业的机会，则必须

达到大专学历。也就是说，相对于体力职业，从事非体力职业的农民工获取正规就业机会的学历门

槛往往会更高。 

 

表5                             农民工正规就业Logit模型的分样本回归 

代际差异 职业分化 
 

第一代 新生代 体力职业 非体力职业 

职业资格证书（有=1） 0.415 0.322 0.369 0.339 

培训性质（参照组：未受培训）     

短期培训 1.120*** 0.932*** 0.824*** 1.224*** 

长期培训 1.118*** 0.835*** 0.908*** 0.830** 

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0.110 0.647*** 0.522** 0.314 

大专 0.882 0.859** 0.099 0.98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702*** -2.990*** -3.807*** -5.007*** 

N 1054 907 1281 680 

pseudo R2 0.189 0.170 0.188 0.208 

BIC 873.21 767.64 990.15 631.24 

注：①***、**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标准误未报告；③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类别、入职时间、工作更换次数、行业类别和城市级别，限于篇幅，未报告其估计结果。 

 

（四）两种人力资本相对强度的群体差异 

为了明晰两种人力资本相对作用的群体差异状况，本文在分样本回归的基础上继续采用系数集

束化的方法进行估计。表6呈现的是两种人力资本相对作用的群体差异状况。 

在代际差异上，技能培训相对于正规教育的优势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

而言，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技能培训发挥的作用将近是正规教育的6倍，并且这种差异在1%的

水平上显著；而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之间作用的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仅仅维持在1.45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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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这充分说明，对于两代农民工正规就业而言，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

于正规教育，但这种差异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职业分化上，技能培训的优势会随着农民工职业的分化逐步加强。相比较而言，在从事体力

职业的农民工群体中，技能培训对正规就业的作用强度是正规教育的2.07倍，且二者之间的差异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而在从事非体力职业的农民工群体中，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对正规就业影响的

差异扩大到2.51倍，且这种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就正规就业机会的获得而言，技能

培训相对正规教育的优势会伴随着农民工“去体力化”的职业分化过程表现得愈发突出。 

 

表6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效应的群体差异（分样本回归系数的集束化处理） 

代际差异 职业分化  

第一代 新生代 体力职业 非体力职业 

技能培训 0.552***（0.087） 0.485***（0.106） 0.425***（0.083） 0.604**（0.119） 

正规教育 0.096（0.078） 0.335***（0.108） 0.205** （0.093） 0.241**（0.114） 

技能培训/正规教育 5.750*** 1.448 2.073* 2.506** 

样本量 1054 907 1281 680 

注：①***、**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数字为集束化系数的标准误。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作为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基于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Logit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数集束化的统计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正

规教育与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相对效果。研究结果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虽然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都是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但相比较而言，技能培

训是影响农民工正规就业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要素。其次，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正

规就业的作用在代际和职业上存在巨大差异。无论是短期培训还是长期培训，对各个组群农民工的

正规就业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作用在不同农民工群体之间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但正规

教育对农民工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在不同农民工群体之间表现出不一致的效果。最

后，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相对效果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特征。在代际

差异上，对于两代农民工而言，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但二者之间的相对差异在第一代

农民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职业分化上，技能培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高于正规教育，并且前者相

对后者的优势会随着农民工“去体力化”的职业分化过程表现得愈发突出。 

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澄清了人力资本对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边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不同人力资本形式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基本格局。这些经验发现，对于如何引导农民

工在城市高质量就业具有现实的政策启示。从根本上说，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不高和职业技能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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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是造成农民工职业选择空间狭小、就业竞争与替代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姚先国、俞玲，

2006）。在这种情况下，有策略地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是提升其就业地位和进入高层次职业的

有效途径。就中国现实而言，农村教育发展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通过正规教育提高农民工群

体的整体人力资本状况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明显改观。因而，突破农民工人力资本瓶颈的更为直接和

有效的手段是对其展开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技

能培训对于提高其在城市的就业质量更为重要。同时，面对农民工“去体力化”的职业分化趋势，

应该针对从事体力职业的农民工群体有策略地展开更富专业性的技能培训，进而提高他们在城市就

业中的竞争力。此外，由于受到正规教育的稀释和其他条件的约束，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并不必然

地能够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因此，政府或企业在制定农民工技能培训方案的过程中，应更多侧

重于技能培训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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